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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

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

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

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

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

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

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

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

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

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

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

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

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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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
多元化的贸易格局[1]，但随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迅速提升，其出口产品空间路径演
化的非均衡性也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
场体量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开始对原先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
冲击[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全球范围内逐渐开始形成以中国、美国和德
国为核心的亚洲、美洲和欧洲社团“三足鼎立”的格局[3]。尤其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贸易格局变化[4]。但是，由于历史
因素和区位因素，中国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区域非均衡性却在不断加剧，东部沿海地
区长期处于出口产品空间“核心区”，而大部分内陆地区却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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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区”[5]。
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区域非均衡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

国。中国内陆地区如何摆脱“低端产品”陷阱（“low-product”trap） [6]，突破对外出口
“低端锁定”[7]，实现出口产品空间演化的路径突破，对于中国全面、深刻参与全球生产
网络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过程有什么特征？其路径
驱动机制又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有哪些不同？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
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以典型的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为例，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
数据和基于企业个体层面的实地调研数据，尝试探讨中国内陆城市对外出口产品空间路
径演化的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以期为中国内陆城市对外贸易路径突破提供科
学参考。

2 文献回顾与概念化模型

2.1 文献回顾
自1990s经济地理学开始出现“演化主义转向”以来[8]，演化经济地理学已广泛应用

到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领域[9]。演化经济地理学是发展、自我改造、震荡后自我组
织的“过程经济地理学”[10]，研究尺度主要包括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微观空间结构[11]以及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中观空间结构[12,13]。它主张从企业的进入、增长、衰落、退出等基本
行为出发，从技术创新、政策制度等动因[14,15]入手，从历史视角透视区域经济的演变过
程[16]，重点解释企业、产业、网络、城市和区域的协同演化过程与规律[17,18]。相比传统的
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更加注重动态、不可逆以及创新的研究，理论假设也更加
符合现实，包括有限理性和非均衡[10]，为从时间-历史和空间-地方这两个基本坐标来测
度和解释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提供了可能。其理论来源主要包括路径依赖理论、
广义达尔文主义以及复杂性理论[19,20]。与其他两种理论来源不同，路径依赖理论更强调偶
然性、自我强化的重要作用[21]。它认为地方的技术系统一旦进入某一路径，由于惯性的
力量而不断自我强化，使得该系统锁定于这一特定路径[22]。而地方技术的路径锁定会导
致地方产业结构的固化，技术系统的路径突破则会促进地方的产业结构演化。因此，本
文主要关注产业演化的路径过程，它可反映地方的技术变迁规律，较为符合路径依赖理
论的科学内涵。

经典的路径依赖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四个阶段[21,23]：① 历史偶然性，由某个历史偶然
性事件或随机事件决定了行业中第一家企业的最初区位；② 初始路径创造，自我强化的
区位选择（集聚）；③ 路径依赖和锁定，规模报酬递增导致路径锁定；④ 路径解锁，意
外的、非预期的外部冲击导致产业衰落与退出。但经典的路径依赖框架属于平衡依赖
型，是原始路径的不断自我强化直至衰亡的过程，难以解释产业与技术的复兴和突变等
现实情况。因此，相关学者引入了“多重均衡”的路径进化理念。如Martin[24]基于“多
重均衡”理念，提出了“准备阶段→路径创造阶段→路径发展阶段→路径分异阶段（地
方工业或技术趋向停滞/适应与变异）”的新型路径依赖框架。它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
过程，不仅包含了经典的、规范的路径依赖模型，还可解释由于产业、技术的分层、转
化和重组，使原有的相对低级的路径逐步发展到相对高级的路径，从而实现路径演化的
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的路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较为复杂。传统研究认
为，技术关联对于出口产品空间结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与当前生产结构联系紧密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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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出口增速更快，即技术关联对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具有推动作用[25]。但是近年来也
有学者意识到，技术关联并非推动出口产品空间结构的唯一因素，如中国西部地区出
口产品路径演化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度相对较弱，而更为依赖区域
政策[26]。另外，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优化会降低交通成本和沟通成本，强化企业与外
部联系，避免信息不对称情况，利于引进新技术、新资源，从而为产品空间演化提供可
能性[27]。一般研究也认为，与过去出口市场相似度越高的国家，被城市和企业扩展为新
市场的概率越大[28]。但是，贸易壁垒会抑制新市场的开拓，进而弱化知识和信息的溢出
效应[29]，从而迟滞产品空间演化过程。总的来说，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多重因
素共同作用和影响。

首先，区域政策是产业演化的不可或缺因素[30]，它可通过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引导
作用进而促进地方产业结构演化[31]。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财政分
权、政治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将具有更强烈的意愿通过政策干预直接影响地方
产业演化的动机[32]。具体来说，政策可分为支持型政策和限制型政策[33]。前者可直接对
其意向产业进行政策倾斜以保证其形成与发展，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向新产业转变；后者
可对不符合地方发展要求的产业进行限制以加速其退出地方产业空间。总之，新产业的
形成抵消旧产业的衰落是区域产业演化的重要体现[34,35]，而新产业的进入与旧产业的退出
都受政府政策作用[36]。

其次，技术创新可显著影响地方的产业演化过程。技术学派强调，技术创新主要通
过技术关联对新兴产业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即新产品与已有产品的相关性和关联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转移到新产品的成功概率[34]。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生产技术
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处于产品空间“核心区”；而欠发达国家（地区）生产技术复杂度较
低的产品，处于产品空间“边缘区”。而位于产品空间“核心区”的国家（地区）有更充
分的能力运用现有产品间的联系发展新的产品，实现路径突破[37]。另外，技术创新与政
府政策也会相互促进完善，创新导向型政策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而企业技术创新也会
加速完善政策制定。

最后，技术、知识的生产、应用和扩散具有很强的地方依赖性，这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产业演化进程。然而，交通网络 [38]、信息网络 [39]有利于打破技术、知识的地方根植
性，进而影响区域产业演化，促进地方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进程。对外出口有利于本国企
业深刻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从而通过知识和信息溢出效应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5]。但
是，贸易壁垒对对外出口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故而不利于产业演化，这也会影响地方对
外出口路径演化。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政策也会强化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建设，并弱
化贸易壁垒影响，而信息网络的建设会推动政府政策的制定，交通网络的“贫困”问
题、贸易壁垒也可倒逼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

事实上，演化经济地理学更注重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将宏观层面（结构）和微
观层面（企业）结合起来分析产业演化的动态、非均衡过程。宏观层面上更为强调政府
政策的调控引导作用，微观层面上更为强调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交通网络、信息网
络的建设一方面受政府政策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与外部联系而提高创新
的可能性。贸易壁垒也会倒逼政府完善政策来弱化消极作用，企业也不得不提高创新能
力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整体上，从演化主义来看，政府政策、技术创新、交通网
络、信息网络、贸易壁垒共同推动了产业空间的演化过程。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数只关
注了技术创新对产业演化的影响，而较为缺乏综合、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政府政
策的动力研究，也仅限于政府宏观层面，鲜有企业层面的微观行为解释。对于不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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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的企业异质性和知识、技术、制度的“地方特性”事实，其产业演化的驱动机制是
否不同？已有研究也较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本文以中国内陆河西五市为研究
区，基于企业调研数据尝试构建针对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概念化分
析模型，进而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内陆欠发达城市的产业演化驱动机制。这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区分不同经济本底的重点影响因素，以期丰富路径演化的理论内涵。
2.2 概念化模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加速融入全球社会，从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各地区的对
外出口路径演化理论上和实践中大致可归为两类（图1）：第一，从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
分化的探索阶段；第二，从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到路径锁定再到路径突破阶段。

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40]，但对外出

口因西方封锁等原因而几乎中断。“三线”建设促进了内陆地区的产业发展，提高了国家

产业空间布局的均衡性。计划经济时期，地方产业发展的资源依赖性较强，资源禀赋较

好的城市和综合性中心城市更易得到国家政策倾斜以及技术、资本和人才等的支持。改

革开放后，受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和国家政策的东西部差异影响，中国东、西部产业发

展水平差距扩大。1978年伊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开放格局

逐步完善，政策、区位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东、西部地区受区域政策供给的非

均衡性以及区位条件的差异性影响，区域产业演化呈现显著差异，进而引起对外出口路

径演化的区域分异。东部发达地区率先改革和对外开放，产业发展迅速，对内的资源依

赖性逐步降低，对外出口演化路径从初创到当今的多元化状态，但一些地区也陷入了路

径锁定状态，正寻求路径突破。相对而言，中国内陆地区区位劣势明显，人才、资本等

发展要素的积累缓慢，对外开放政策享受相对较晚，且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处于

技术“高地”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导致区域技术进步整体较慢，竞争力下降（图

1）。这导致内陆地区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比东部地区大致晚了10年以上，出口路径分化

图1 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概念化模型
Fig.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path evolution of export in China's in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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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也相应推迟了10~15年左右。值得关注的是，全国资源型城市得益于前期积累的技
术、知识、人才积累，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比较优势，快速进行了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和
深化，但伴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中国资源供给的全球化模式，这些城市中的
大多数陷入到出口的路径锁定状态，亟待路径突破，内陆地区尤其如此。

进入21世纪，东部地区受劳动力成本与环境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生产率异质企业
开始有差异的、规模化的向中西部迁移[41]。同时，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
强调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力量并重[5]，明显加大了对内陆地区的政策支持，如“西部大开
发”“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发展等，刺激和加速了内陆地区产业的发展。这加快了内陆
城市出口的路径分化，如多元化进程。事实上，尽管内陆地区整体上常年处于技术“洼
地”[5]，但其区域内部也存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可通过技术
关联发展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即技术创新也会促使内陆城市对外出口路径的演化过
程。不过，贺灿飞等[42]认为，中国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出口产品空间路径演化受技术
关联影响显著，而西部地区更多地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推动，且认为区域性政策创新可
以促使区域发展突破原有路径。也就是说，内陆城市出口路径的创造与演化很可能更多
地依赖国家政策支持，如国家新政策会直接促使一些地区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或新产业，
打破原有的对外出口演化路径并可能创造新路径等。然而，内陆的资源型城市总体上因
产业转型/升级缓慢而陷入了产业演化的路径锁定以及出口的路径锁定状态，路径突破甚
艰难。

理论上，政府政策、技术创新、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贸易壁垒对中国内陆地区对
外出口路径演化的影响相较于东部地区不会有本质不同，但因内陆地区享受国家开放政
策的滞后性和处于欠发达状态，政府政策对出口路径的深化和创造会起到更加关键性的
引导作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的支撑作用因为其相对进步缓慢而弱化，而交通网络的
支持作用因航空、高速铁路网络在西部的日益完善在逐步增强，以及贸易壁垒对出口路
径深化或创造的阻滞作用因“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弱化了（图1）。

3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为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主要包括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五

市，是典型的内陆欠发达城市（图2）。河西五市地处亚欧大陆桥战略通道，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地带，也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
门户，拥有“东亚陆上马六甲海峡”之称。2016
年，河西五市对外出口总额约 1.44亿美元（2000
年不变价），占甘肃省对外出口总额的6.15%。其
中，嘉峪关对外出口总额最高，约 0.42 亿美元；
张掖对外出口总额最少，约 0.13亿美元。综合来
看，嘉峪关、金昌对外出口主要依赖于少数大型
国有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单一，但规模较大。而
酒泉、武威、张掖三市缺少大型国有企业，对外
出口主要依赖大致在2000年后成立的中小型私营
企业，这些出口的私营企业虽然数量相对较多，
但规模较小；出口产品种类相对丰富，但技术含

图2 河西五市区位分布
Fig. 2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five cities in H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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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低。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
（1）统计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2000—2016年），主要包括企业名称、所在

地、商品名称、HS编码、数量、价格以及贸易国等信息；甘肃省统计年鉴（2000—2017
年）以及部分地方统计年鉴。参照以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HS-4位数商品编
码，并按照HS2002编码标准将产品统一进行归类，共包括15502个企业-产品-市场对，
可以满足研究需要。另外，为避免价格因素变化的影响，对外出口额等统一调整至2000
年不变价格。

（2）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当前，河西五市对外出口企业数目较少。以2016年为
例，河西五市共有 93家在位出口企业，以酒泉（45家）和张掖（23家）最多；93家在
位出口企业中有3年及以上出口经历的企业58家，也以酒泉（28家）和张掖（15家）最
多（由中国海关贸易数据统计所得）。同时，出口企业分布分散。以酒泉和张掖为例，由
于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蔬菜、种子等）为主，故而较多的分散在市区以外的县、乡
（镇）地区。以上两点给调研造成了极大不便。为了获取最大信息量和更具代表性，在选
取在位出口企业调研对象时，要求被调研企业必须是2016年的在位出口企业，且需要拥
有3年及以上出口经历。同时，为了进一步挖掘河西五市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素，针对潜
在出口企业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选择调研对象时，利用“天眼查”企业信息平台
（https://www.tianyancha.com）先行检索企业信息，再选择2013年前成立且注册资本不低
于500万人民币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

基于以上要求，于2018年8—9月（包括3名调研人员，时间为19天），在河西五市
进行了实地调研（表1）。其中，针对企业的调研分为两类。第一，对在位出口企业的出
口概况与影响因素发放问卷22份（占2016年在位出口企业总数的24.73%），回收问卷20
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剩余19份，有效问卷比为86.36%。第二，对潜在出口企业的出口意
愿与影响因素发放问卷21份，回收问卷20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剩余19份，有效问卷比
为90.48%。此后对以上38名企业被调研人员分别进行半结构访谈，主要了解企业产品研
发、海外市场延拓的困难与挑战，以及当地政府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情况等。每次访谈时
间25~120 min，部分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不同意录音的受访者进行了文字记录。需要
说明的是，考虑到不同员工对企业整体情况的熟悉程度有明显差别，以上问卷调查和访
谈只针对领导层展开。为便于区分，在问卷中设有高层领导、中层领导和基层领导三个
选项供被调研人员选择。最终，在针对在位出口企业的有效问卷中，高层领导占
31.58%，中层领导占68.42%，无基层领导；在针对潜在出口企业的有效问卷中，高层领

表1 问卷调查及半结构访谈的构成
Tab. 1 The composition of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城市

嘉峪关

金昌

酒泉

武威

张掖

合计

调查问卷（份）

在位出口企业

1

5

7

3

3

19

潜在出口企业

4

4

4

6

1

19

深度访谈（家）

代表企业（编码）

5（a1~a5）

9（a6~a14）

11（a15~a25）

9（a26~a34）

4（a35~a38）

38

政府机构（编码）

1（b1）

2（b2~b3）

2（b4~b5）

2（b6~b7）

1（b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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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占36.84%，中层领导占57.89%，基层领导占5.26%。
此外，针对各城市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主要了解当地企业发展现状、政

策支持、对外出口等情况。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工商局
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等（表1）。每次访谈时间20~50 min，均未能进行录音，但都进行了
文字记录。
3.3 研究方法
3.3.1 随时间变化的动态二元边际分解 二元边际增长将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增长和
扩展边际增长，可考察出口增长的结构变动特征，为发现企业、产品、市场的进入与退
出提供了可能。参考Bernard等[43]提出的动态二元边际分解方法：首先，对企业维度进行
分解。将相邻的 t-1年至 t年的对外出口变动额Δxt分解为新进入企业带来的出口增加额、
退出企业造成的出口减少额以及持续企业出口变动额之和，如公式：

∆xt =∑
f ∈Nf

x f, t -∑
f ∈Ef

x f, t - 1 +∑
f ∈Cf

∆x f, t （1）

式中：f表示企业；Nf表示新进企业；Ef表示退出企业；Cf表示持续企业。然后，对产品
维度进行分解。将公式（1）中持续企业的出口变动额进一步分解为持续企业新增加的产
品带来的出口增加额、持续企业退出的产品造成的出口减少额以及持续企业的持续产品
的出口变动额之和，如公式：

∆x f ∈Cf, t = ∑
p ∈Np

x fp, t -∑
p ∈Ep

x fp, t - 1 + ∑
p ∈Cp

∆x fp, t （2）

式中：p表示产品；Np表示新进产品；Ep表示退出产品；Cp表示持续产品。最后，对市
场维度进行分解。将公式（2）中持续企业的持续产品的出口变动额进一步分解为持续企
业的持续产品进入新的市场带来的出口增加额、持续企业的持续产品退出老的市场造成
的出口减少额以及持续企业的持续产品在持续市场的 t-1年至 t年的出口变动额之和，如
公式：

∆x( )f ∈Cf ∩ ( )p ∈Cp , t
= ∑

m ∈Nm

x fpm, t - ∑
m ∈Em

x fpm, t - 1 + ∑
m ∈Cm

x fpm, t - ∑
m ∈Cm

x fpm, t - 1 （3）

式中：m表示市场；Nm表示新进市场；Em表示退出市场；Cm表示持续市场。由此，公
式（1）右侧前两项为企业扩展边际（新进/退出企业），公式（2）右侧前两项为产品扩
展边际（持续企业→新进/退出产品），公式（3）右侧前两项为市场扩展边际（持续企业
→持续产品→新进/退出市场），公式（3）右侧后两项为集约边际（持续企业→持续产品
→持续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针对对外出口变动额△xt不同的分解顺序会造成不同的二元边际分
解结果，如按照“企业维度→市场维度→产品维度”的分解顺序，产品扩展边际将被定
义为“持续企业→持续市场→新进/退出产品”，但这样会造成产品扩展边际受约束条件
过多而变化不显著，难以准确反映产业演化过程。因此，在综合前人研究[43]的基础上，
考虑突出产业演化路径，及受篇幅所限，仅选用“企业维度→产品维度→市场维度”的
分解顺序进行动态二元边际分解，但分解结果能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3.3.2 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 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可反映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的产业结构
高级化过程[44]，主要由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两个维度进行测度。

（1）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测度。产业结构超前系数通过计算区域产业发展的超前程度
反映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如公式[45]：

Ei = ai +(ai - 1)Rt （4）

式中：Ei表示 i型出口产品的结构超前系数；ai表示 i型出口产品报告期所占份额与基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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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份额之比；Rt表示同期经济系统平均增长率。若Ei>1，则表示出口 i型出口产品有超前
发展趋势；若Ei<1，则发展相对滞后。

（2）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测度。More值通过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来测度产业转型
升级速度。具体是将产业分为 n个部分（此处 n=4），构成一组 n维向量，利用观察期与
基期的n维向量矢量夹角α作为产业结构变化指标，即为More值。如公式[45]：

M = cos α =∑
i = 1

n

(Wi0 × Wit)/
æ
è
ç

ö
ø
÷∑

i = 1

n

W 2
i0 ×∑

i = 1

n

W 2
it

1 2

（5）

式中：M表示More值结构变化值，即两组向量夹角α的余弦值；Wi0和Wit分别表示 i型出
口产品在基期和报告期的所占比例。故：

α = arccos M （6）
式中：α与产业结构变化速度成正比关系。

4 结果分析

4.1 两类路径演化：基本过程及其地方特征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基本可分为两类。实地调研表明，嘉峪关和金昌主要以

金属制品出口为主，出口产品种类单一且长期保持不变，2008年以来受国内外情势影
响，出口形势严峻；酒泉、张掖以及武威早期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2013年后出口产
品逐渐具有多样化趋势，出口路径开始分化。同时，对外贸易依赖度[46]也显示（图 3），
2000—2012年，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的对外出口额与GDP的比值长期较低，但 2013
年后酒泉和武威的比值开始有所增加；嘉峪关和金昌的对外出口水平虽明显高于以上三
市，但2008年以来已长期陷入衰落。综上可以判定，酒泉、武威和张掖处于从对外出口
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而嘉峪关、金昌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
径突破的新阶段。

另外，为满足研究需要，根据HS-2位数编码将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RI）、劳动密
集型（LI）、资本密集型（CI）和技术密集型（TI）四类（表2）。
4.1.1 从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酒泉、武威、张掖 总体上，酒泉、武威、张掖
三市的对外出口路径2013年前大致处于前期演化的创造阶段，该阶段出口产品以初级农
产品（蔬菜、种子等）和农副产品（菊粉等）等为主。之后，进入路径分化的探索阶
段，出口产品开始逐渐向包括发电机、电器、汽车零部件等在内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
变，出口产品空间开始尝试由“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

2000—2007年，酒泉、武威、张掖对外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主要出口产品为农
产品（图 4，见第 1499页）。① 酒泉和张掖增速相对平稳较快，且增长都主要依赖于集
约边际和市场扩展边际，出口产品以初级农产品为主，产品扩展边际变化不大。② 武威
市这一时间段内波动较大且主要受市场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影响，而产品扩展边际
的波动主要是受到了农产品种类变化的影响。如一位武威的企业管理人员（访谈对象
a28，中层领导）的观点：“2008年以前政策还可以，但是一些种子公司肆意压价，破坏

市场。为了避免了直接竞争，我们公司培育了新的蔬菜品种投入市场。另外，市场重心

也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受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8—2011年间，酒泉、武威、张掖对外出口出现波动，
但波动受产品扩展边际影响较小，以农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空间未发生变化（图 4，见
第1499页）。① 武威市对外出口以农副产品为主，企业规模小，技术要求低，在出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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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补贴政策及融资成本降低的刺激下，集约边际和企业扩展边际增加。② 酒泉、张掖两
市是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制种、蔬菜生产的黄金地带，由于其出口产品（蔬菜、种子
等）的异质性而难以被替代，出口成本的降低使其在海外竞争具有一定优势，即集约边
际、企业扩展边际以及市场扩展边际得到增加。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补贴力度降

图3 2000—2016年河西五市对外出口额与GDP比值
Fig. 3 The ratio of export volume to GDP of five cities in Hexi from 2000 to 2016

表2 HS-2位数编码产品分类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2-digit HS product

分类

HS编码

资源密集型（RI）

01~27, 71

劳动密集型（LI）

41~70, 94~96

资本密集型（CI）

28, 29, 31~40, 72~84, 86, 87, 89

技术密集型（TI）

30, 85, 88, 90~93

注：HS编码分类标准参考陈万灵等[47]的研究；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97）和未归类产品（98）不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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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些出口韧性不足的企业受制于自
身实力，不得不退出海外市场，从而企
业出口的边际效益大幅下降，出口规模
随之下降。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酒泉、武威和张掖的中小企业开始
进入对外出口路径分化阶段，三市开始
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
心区”跳跃，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开始
由农产品逐渐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
（发电机、电器、汽车零部件等精密器
件）转变。① 酒泉对外出口产品扩展边
际增加，而集约边际和企业扩展边际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其增加了发电机、
变流器、光纤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而传统的农产品及其企业数量减
少。正如一位酒泉的种子公司企业负责
人 （访谈对象 a17，中层领导） 所说：

“就现在这形势来看，种子行业门槛低，

国内外竞争都比较激烈，要想赚钱，搞

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才行。”② 武威前期
增加了大量资源密集型企业 （主营瓜
子、扁豆等农产品）、资本密集型企业
（主营不锈钢及其制品、塑料产品等一般
性工业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营
手表、电器等精密器件），促进了企业扩
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的增加。但是，
难以满足市场要求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及
其产品迅速被大规模淘汰，而技术密集
型企业和部分资源密集型企业得以保
留。③ 张掖在 2013 年后对外出口产品
开始由初级农产品（蔬菜、种子等）向
农副产品（番茄酱罐头等）及技术密集
型产品（如耳机等）过渡，出口呈现小
幅波动特点，波动平衡位置处于2000年
以来的相对较高水平且主要受扩展边际
影响，呈现出“产品-企业-市场”联动
效应。

从产业转型升级来看（表 3），2000—2012年，三市中仅有张掖、酒泉进行了小幅
度、低速度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向及其探索。但自2013年伊始，三市都进行了技术密集
型产业转向，且以武威市最佳，代表转型升级速度的α值达到了26.31°。分析可知，2013
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国内市场相关制度的深化改革，对出口企

图4 酒泉、武威、张掖随时间动态变化的

二元边际增长分解
Fig. 4 The decomposition of dual marginal growth of

dynamic changes of Jiuquan, Wuwei and Zha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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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技术创新要求提高。只有不断增强本地产业或技术的演化与更新能力，才能形成创
造新技术、新产业的有利环境，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正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访谈对象
b8，副主任）所言：“现在国外市场对产品质量、技术要求普遍比国内高，你的产品技术

不进步，就达不到人家要求，你就更难（走）出去。”

整体上，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的本地企业网络联系不紧密为新企业的进入提供了
空间，利于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提升地方创新能力，进而促进路径分化。在宏
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2000—2012年），三市的对外出口增长主要依赖集约边际、企业
扩展边际和市场扩展边际的增加，但是这一阶段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较低；而进入经济新
常态阶段（2013 年后），对外出口开始寻求产品扩展边际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开始加
速。可以推论，产品扩展边际的波动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理由如下：产品扩展边
际主要受老产品的退出与新产品的进入影响，而产品更替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区域新兴产
业的培育和发展，产品更新越快，产业转型升级越快。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对外
出口产品“重量轻质”，初始路径开始创造和发展。经济新常态时期，原有的粗放型增长
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化要求，三市不得不寻求技术水平的升级。由于三市以中小型私营
企业为主，企业间联系不强且技术含量较低，对新企业的排斥力较弱，有利于新企业的
进入和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地方创新能力的提升，出口产品空间开始由

“量变”向“质变”转换，路径开始分化。
4.1.2 从初始路径创造、深化到路径锁定：嘉峪关、金昌 总体上，嘉峪关、金昌对外出口
产品主要为金属制品（如普通钢铁热轧条、杆，未锻轧的非合金镍等），产品类型单一且
长期保持不变。2000—2007年两市的金属制造业及其制品开始逐步深入参与全球化市
场，是初始出口路径创造、深化阶段；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企业行为惯性影
响，两市的国际市场参与度逐步降低，出口路径开始陷入锁定。

2000—2003年，是嘉峪关、金昌两市产品出口初始路径的创造阶段，金属制品开始

表3 2000—2016年酒泉、武威、张掖出口产业超前系数及产业转型升级速度
Tab. 3 The advance coefficient and spee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xport industry in Jiuquan, Wuwei and

Zhangye from 2000 to 2016

转型升级

酒泉方向（Ei）

酒泉速度（α）

武威方向（Ei）

武威速度（α）

张掖方向（Ei）

张掖速度（α）

RI

LI

CI

TI

度

RI

LI

CI

TI

度

RI

LI

CI

TI

度

2000—2003年

2.64

1.00

0.26

1.00

19.81

2.27

0.60

1.95

1.00

12.07

-0.24

0.65

2.35

1.03

38.88

2004—2007年

0.49

2.01

0.71

5.30

3.07

-0.42

1.17

2.23

1.00

23.63

-13.45

2.59

3.62

1.00

42.74

2008—2012年

1.41

0.98

-1.28

0.71

3.93

1.03

0.69

1.00

1.00

0.68

-2.10

1.00

35.13

1.00

11.33

2013—2016年

-0.10

2.90

2.52

2.23

11.00

0.31

2.10

4.84

3.70

26.31

2.42

1.14

-7.74

1.22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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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迈入国际市场。20世纪中国的“三线”建设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积累了一定的技术、
知识、人才结构[48]，嘉峪关和金昌“邻矿设企，因企设市”，成为重要的资源型工业城
市。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嘉峪关和金昌开
始加速出口。两市的对外出口额分别从2000年的1172万、5941万美元提升到2003年的
2499万、6674万美元，且嘉峪关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企业扩展边际增长，金昌主要来
源于集约边际增长，但两市受产品扩展边际影响均较小（图5）。这主要是由于两市出口
产品以普通钢铁热轧条、杆，未锻轧的非合金镍等金属制品为主，产品单一性强。如
2003年，嘉峪关和金昌的金属制品出口额分别达到2497万、6627万美元，分别占两市的
对外出口总额的99.92%、99.30%。但是，从产业转型升级来看，2000—2003年间，两市
都没有进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向（表4）。

2004—2007年，嘉峪关、金昌两市进入到产品出口的路径深化阶段，以金属制品为
主的出口产品空间结构进一步深化。该阶段，金属制品出口额的增加加速了两市的对外
出口进程。两市对外出口总额由 2004年的 20326万美元增加到 2007年的 52708万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37.39%。其中，两市的金属制品的对外出口总额由2004年的20280万美元
增加到2007年的52617万美元，分别占两市当年对外出口总额的99.77%、99.83%。在此
过程中，政府政策也起到了一定引导作用，如2006年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49]讲到：“提升河西综合经济实

力。依托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城市现有基础，以酒（泉）嘉（峪关）要

素资源整合为重点，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发展。”以及，“积极开发多元化的国际

表4 2000—2016年嘉峪关、金昌出口产业超前系数及产业转型升级速度
Tab. 4 The advance coefficient and spee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xport industry in

Jiayuguan and Jinchang from 2000 to 2016

转型升级

2000—2003年

2004—2007年

2008—2012年

2013—2016年

嘉峪关方向（Ei)

RI

1.00

1.00

1.00

1.24

LI

1.00

1.00

1.00

1.00

CI

1.00

1.00

1.00

0.98

TI

1.00

1.00

1.00

1.00

嘉峪关速度（α）

度

0.00

0.00

0.02

0.60

金昌方向（Ei)

RI

-18.06

3.12

-0.10

5.96

LI

1.00

1.17

1.00

1.35

CI

10.97

0.56

1.13

-0.47

TI

1.00

3.43

1.00

0.99

金昌速度（α）

度

23.64

0.32

4.32

7.51

图5 嘉峪关、金昌随时间动态变化的二元边际增长分解
Fig. 5 The decomposition of dual marginal growth of dynamic changes of Jiayuguan and Ji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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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合作，调整进出口结构，扩大进出口总量，提高对外贸易效

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短缺资源，努力扩大农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但是，嘉峪关在这个阶段没有进行产业转型与升级，金昌虽进行了技术密集型产
业转向，但速度相对低，这可能导致后期出现“贫困化增长”（表4）

2008—2016年，嘉峪关、金昌两市以金属制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空间结构仍未动摇，
对外出口路径陷入锁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面对突发的外部冲击，嘉峪关和金
昌的对外出口原有路径被打破，集约边际、市场扩展边际以及产品扩展边际总体下降
（图 5）。2008—2012 年，两市的总出口总额由 2008 年的 38758 万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4558万美元，年均下降41.44%。其中，两市的金属制品对外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38450
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4324万美元，年均下降42.09%。

中国政府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加大了出口退税补贴
力度。对于嘉峪关、金昌而言，一方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

方面提高商品出口补贴、退税率甚至取消部分钢铁产品的出口关税①降低了企业出口成

本。但是，由于两市出口产品以金属制品为主，可替代性较强，市场依赖性大，面对海
外市场动荡，仍难以遏制集约边际、产品扩展边际和市场扩展边际的下降。同时，国内
基础建设的大力推进，对钢材等建筑材料的内需增加，部分出口产品开始转向内销，进
一步加剧了产品扩展边际的萎缩。但由于两市对外出口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企业网络
结构稳固，企业不易进入和退出，因此企业扩展边际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开辟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但嘉峪
关和金昌受企业行为惯性的影响而逐渐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两市对外出口产品空
间仍以金属制品为主，如2016年，金属制品出口仍占两市总出口额的99.01%，故两市产
品扩展边际变化不大（图5）。从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来看（表4），两地技术密集型产业超
前系数均不超过 1，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增加，已陷入“贫困化增
长”。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路径形成过程中，两市企业不断强化已有技术，使企业网络结
构、专业知识等进入“刚性专业化”陷阱，从而导致地方产业技术停滞，区域发展进入
消极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功能性锁定、认知锁定、政治锁定[50]，故始终处于
出口产品空间的“边缘区”而难以向“核心区”跳跃。如金昌的一位企业管理人员（访
谈对象 a10，高层领导）所言：“现在企业发展进入了瓶颈期，原有的产品、技术竞争力

下降，但是新技术研发也跟不上，导致不仅国外竞争难，国内也难。”

整体上，嘉峪关和金昌两市地方企业网络固化阻碍了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地方创新能力难以提升，导致路径锁定。2000—2017年间，嘉峪关和金昌的产品扩展边
际虽然具有一定波动，即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新、老产品更替，但是与酒泉、武威和张掖
不同，嘉峪关和金昌的产品更新主要是金属制品大类下的次级产品更新，并没有形成区
域新兴产业。并且，两市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长期的本地企业频繁互动形成了地方企
业间的强联系，既不利于新企业嵌入地方企业网络，也不利于老企业强化外部联系，因
此导致本地企业网络结构逐渐僵化。地方企业网络固化而难以衍生出新兴区域产业，外
部企业又难以嵌入，这就造成地方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种类单一且长期不变而逐渐陷入
路径锁定。
4.2 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
4.2.1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的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进行分析发现，河西五
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受政府政策作用显著。同时，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交

①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出口关税的通知—税委会【2008】 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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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络对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也有重要影响。
（1）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作用。访谈资料表明，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地方资源禀赋可决

定大型国有企业的空间分布，而大型国有企业对地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影响，故而
可对地方对外出口路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嘉峪关于 1950s在境内发现铁矿资源，遂成
立“酒钢集团”，并成为国家“一五”重点建设项目，1970s初脱离酒泉市管辖，成为独
立的省直辖市。金昌境内富含镍矿资源，于1950s末成立大型国有企业“金川公司”，先
后隶属于张掖、武威管辖，但 1980s调整为省直辖市。嘉峪关、金昌的行政区划调整，
通过影响代表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地方归属，对地方的知识、技术和
人才积累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地方的企业网络结构，从而对地方出口二元边际产
生作用，也即影响了随后的地方产业演化进程。

同时，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进而影
响地方对外出口路径演化。针对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和原有的粗放型发展道路
难以为继，西部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与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政策。这
会促使地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全面进行绿色转型，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
相背离的发展范式向相协调的发展范式转化[51]。政府环保力度的加大短期内虽会约束地
方企业的生产能力，但同时也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转型与升级。因此，对企业、产品要
求的转变势必会对企业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产业演化进
程。在访谈资料中，嘉峪关的一位企业管理人员（访谈对象a1，中层领导）谈到：“最近

几年政府也在抓环保，环保不达标直接就让你停产了，我们企业现在也是很重视技术升

级和环保。”

问卷调查结果也支持了政策通过影响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引导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这一
论点。调研发现，64.71%的企业出口规模相较于 2013 年前有所增加，平均增加了
58.64%。究其原因（图6）：① 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市场数量增加是企业出口规模增
加的主要直接因素，分别占比40%、35%。② 企业自身产能提升、政府扶持力度增大是
企业出口规模增加的关键根本因素，分别占比40%、30%。结合访谈可发现，创新导向
型政策与出口导向型政策相结合，有利于企业研发新产品（产品扩展边际增加），潜在出
口企业向在位出口企业转变（企业扩展边际增加），进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市场扩展边

图6 2013年以来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因素
Fig. 6 Factors affecting export scale of existing export enterprises since 2013

注：2013年中国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故选定2013年为时间节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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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增加），已有的在位出口企业也会加大海外市场份额（集约边际增加）。
（2）贸易壁垒的外部制约力。国际贸易壁垒通过影响集约边际和市场扩展边际进而

制约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调研发现，35.29%的企业出口规模在2013年以后有所下降，平
均下降了55.50%。究其原因（图6），出口市场竞争强度增加、出口市场经商环境不良均
显著影响了企业出口规模，分别占比33.33%、11.11%。分析可知，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地
位的不断提升，相关国家均频繁利用反倾销措施高筑贸易壁垒，使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增
加，从而大幅影响集约边际和市场扩展边际，阻碍了企业深刻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从
而削弱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最终影响产业演化进程。但是，政府补贴、退税等政策
可削弱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一位武威的企业负责人（访谈对象 a27，中层领导）表示：

“最近几年外部贸易环境有恶化趋势。……出口的话就会有很多其他阻碍，有些国家制定

了保护本国同类产品发展的政策，我们想要进入就很难。……出口成本太高的话就需要

政府补贴、或者减税，要不然还不如

国内。”

（3）技术创新的内部驱动力。技
术创新通过促进二元边际全面增长进
而驱动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进程。问卷
数据显示，国内外市场对于产品的侧重
点也不同，国外市场更看重产品质量，
国内市场更看重产品价格（图7）。为
了进一步打开国外市场，提升产品的
质量，出口企业主要采取了技术引进
和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方式，均占比
37.04%。究其原因，技术创新是一个
发展、震荡、自我改造、自我组织的过程，企业通过“干中学”和“技术诀窍”等打破

“技术路径依赖”，推动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使自己与其他同类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表现出
优越性，从而有利于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促进出口二元边际增长，
带动地方产业演化进程。而那些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则逐渐被淘汰（企业扩展边际
降低），市场范围缩小（市场扩展边际降低），优势产品种类减少（集约边际、产品扩展
边际降低）。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也离不开政府的
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对新技术的补贴促进了企业内部的技术升级与企业间的技术交流。
一位酒泉的农机公司负责人（访谈对象 a18，中层领导）表示：“我们公司是集研发、制

造和生产为一体的，每年技术研发投入比例也很高，技术不升级就卖不出去，就要被淘

汰。……最近几年政府也有一定政策扶持，加快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4）信息网络的必要推动力。完善的市场信息网络有利于促进扩展边际增长，进而
加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对潜在出口企业的出口意愿进行调查，平均出口意愿达到83.16
分（百分制），但仅有 31.58%的企业制定了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发展规划。究其原因
（图 8），不了解国外市场信息成为进入国外市场的主要阻力，占比 26.32%。分析可知，
企业决策者掌握市场信息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地方产业演化进
程。潜在出口企业向在位出口企业转变（企业扩展边际），研发新的出口产品（产品扩展
边际），新的海外市场开拓（市场扩展边际），无一能够离开市场信息的支撑。而扩展边
际的增长，在促进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利于先进技术、知识的引进，从而推动地方产
业演化进程。要强调的是，政府政策对于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也会有推动作用。一位酒

图7 国内外市场产品要求侧重点
Fig. 7 Key poin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produc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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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的种子公司负责人 （访谈对象
a23，高层领导）表示：“我们公司想

出口，但是没经验，没门路，你不了

解国外市场情况，怎么出口？公司自

己出国调研的话，代价和风险也比较

大。如果政府能组织出国考察或者参

加国外的展销会，我们肯定参加。”

（5）交通网络的重要保障力。良
好的交通网络可保障扩展边际的增
加，从而影响路径演化过程。访谈过
程中，多位受访者表示随着政府加大
对交通网络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了
交通通达度，增强了本地企业进入海
外市场的可能性，如仅有 5.26%的潜在出口企业被调研人员将自家企业未能出口归因为
交通运输条件问题（图 8）。金昌的一位食品加工企业负责人（访谈对象 a13，高层领
导）表示：“我们生产的是豆制品，它保鲜期较短，要求能尽快到达市场才能保证产品的

口感。现在交通发达了，产品运输的问题不大，所以我们也想着等企业规模再扩大一点

就认真考虑一下海外市场”。总之，各级政府对于交通网络建设的日益重视，提升了企业
的国际贸易便利度，交通运输条件已难以构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即良好的交通
条件有效保障了潜在出口企业向在位出口企业的转变（企业扩展边际增加）、新的海外市
场开拓（市场扩展边际增加）以及对交通运输条件较高的产品向外出口（产品扩展边际
增加）。扩展边际的增加，有利于地方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促进技术、知识的学习、积
累和应用，加速地方产业演化。
4.2.2 驱动机制总结与讨论 整体来看，政府政策与技术创新、信息网络、交通网络、贸
易壁垒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共同构成“五位一体”的驱动机制，并且政府政策起到核心
的引导、调控作用。创新导向型政策和绿色转型政策会推动企业进行技术转型与升级；
出口导向型政策会促使政府建立更为完善的出口市场信息网络；强烈的出口意愿会使地
方政府加强对外交通联系；政府的出口补贴、退税政策也有助于弱化贸易壁垒阻力。同
时，技术创新会推动政府创新导向型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市场信息网络的构建有利于政
府为出口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出口导向政策；交通“贫困”问题会推动政府制定相关政
策以提高对外交通通达度；贸易壁垒也会倒逼政府实施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贸易补
贴、退税政策。

事实上，在早期宏观政策作用下，河西五市的地方企业网络结构产生分异，这也导
致了后期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演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不同。“三线”建设、行政区划调整等
宏观政策影响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空间分布。一方面影响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载体的技
术、知识和人才的空间分布，从而造成缺乏大型国有企业的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的对
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明显滞后于嘉峪关和金昌。另一方面造成以国有企业为地方企业主
体的嘉峪关和金昌地方企业网络联系紧密且固化，而依赖中小型私营企业的酒泉、武威
和嘉峪关地方企业网络联系不强。继而，受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加入WTO等宏观政策的影
响，嘉峪关和金昌凭借良好的工业基础，对外出口路径不断深化。直至2008年世界金融
危机爆发，嘉峪关和金昌原有的出口路径被打破。由于地方企业网络僵化而难以吸收新
成员以打破地方既有的产业空间结构，又由于企业自身的行为惯性而缺乏创造性，陷入

图8 潜在出口企业未能进行出口的主要阻力
Fig. 8 Main resistance of potential export enterprises failing to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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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专业化”陷阱而未能培育新兴区域产业。由此，两市出口路径陷入锁定，出口产品
空间长期处于“边缘区”，出口趋向停滞。而酒泉、武威和张掖则在不断探索有效的对外
出口路径，并且由于地方企业网络联系不够紧密，利于新企业的进入为区域产业演化注
入新动力。并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三市新兴产业得以培育并发展，区域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结构开始转型升级，并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
总体上，两类路径演化的内在驱动过程对比可为中国其他欠发达城市政府提供产业发展
政策参考：在地方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避免本地企业在长期的地方合
作互动中形成心智模式的同质化而欠缺对创新机会的敏感性，陷入“刚性专业化”陷
阱；另一方面要提高地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引入新企业为地方注入创新动力，避
免陷入产业演化路径锁定。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驱动机制与东部地区相比也明显不同。已有研究认
为，对外联系越强、区域溢出效应越强、社会文化越开放、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
促进区域突破现有发展路径，创造新的发展路径[26]。相较于内陆地区城市，中国东部地
区具有显著的产业发展要素禀赋优势，整体处于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空间的“核心区”，其
更有能力基于现有产品进行多样化发展，即依托技术关联推动产业结构转变，促使城市
向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演化[5,52]。与东部地区相比，河西五市产业发展要素劣势显著，
依靠市场化力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加以推动。总的来
说，中国东部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受技术关联作用显著，而以河西五市为代表的中国内
陆地区受政策作用更为显著，这体现了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特殊性。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二元边际理论引入到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分析中，具有一定创新性。同时，本
文基于企业、政府层面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了针对欠发达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概
念化模型，较为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欠发达城市的产业演化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在欠
发达地区，政府政策对于地方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具有关键性主导作用，显著区别于发达
地区的技术主导作用，这区分了不同经济本底对外出口路径演化的重点影响因素，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路径演化的理论内涵。具体来看：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可分为两大类：① 酒泉、武威和张掖的对外出口路径处
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出口产品开始由资源密集型的农
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即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
跃。② 嘉峪关和金昌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

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两市以金属制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空间未发生变化，依旧处于出口
产品空间“边缘区”。

中国内陆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外出口路径演化驱动机制不同，且河西五市两类路径演
化的驱动机制也有所不同：① 以河西五市为代表的中国内陆地区在政策因素的主导作用
下，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影响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而中国
东部地区外出口路径演化受技术关联作用显著。② 20世纪的宏观政策规制造成了嘉峪
关、金昌和酒泉、武威、张掖前期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差异和企业网络结构分异，进而造
成了酒泉、武威、张掖前期路径演化具有滞后性。但由于企业网络结构不同，在21世纪
一系列的政策刺激下，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积极探索技术转型道路，已进入路径分化
的探索阶段，而嘉峪关和金昌受企业行为惯性影响而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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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
但是，本文没有定量探讨产品空间路径演化五大影响因素分别对于二元边际的具体

影响机制等，今后仍需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

致谢：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

本文逻辑结构、结果分析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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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evolution of export of five cities of Hexi in China's inland
areas: Types, processes,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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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inland cities in China are in the“marginal zone”of export product space all
the year rou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reak the original path dependence and truly create
a "new opening- up plateau"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product trade data of China Customs from 2000 to 2016 and the
data of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on- the- spot investigation, through the dynamic dual
marginal decomposi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vel,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export path of the five cities of Hexi (Jiayuguan,
Jinchang, Jiuquan, Wuwei and Zhangye) of underdeveloped inland area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xport routes of the five citi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Firstly, Jiuquan, Wuwei and Zhangye are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ich is from the initial path
creation to the path differentiation of export, and they are trying to jump from the "marginal
zone" to the "core zone" of export product space to create new export paths. Secondly,
Jiayuguan and Jinchang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export path which has been locked-in and
need a breakthrough after the initial path creation and enhancing, but they are still in the
"marginal zone" of export product space. (2) The two major types of paths in the five cities are
mainly dominated by policies and are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de barriers,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However, the eastern developed area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reflects the particularity of inland areas. (3)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the two types of pathways in Hexi are quite different.
Influenced by macro- historical policies, the city's early export path evolution of Jiuquan,
Wuwei and Zhangye lags behind.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in this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export routes has been differentiated in these three cities. On the
contrary, although Jiayuguan and Jinchang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technical and talent
advantages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 path evolved rapidly, they fell into the trap of "rigid
specialization" later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 inerti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to the underdeveloped inland cities in China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break through
the path of foreign trade.
Keywords: export; path evolution; dual marg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olicy; five cit-
ies of H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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